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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水环境中的生态效应∗

邓祥元１，２∗∗　 成　 婕１　 高　 坤１　 王长海２

（１． 江苏科技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镇江， ２１２０１８；　 ２．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是目前使用最多的海洋防污剂之一，已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水体中检测到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存在，并在新加坡海域检测到其在水环境中的最高浓度为 ４．２ mｇ·Ｌ－１ ．它的存在严重影响着非目标生物的生

存和生长，且可改变生态群落的种群组成与丰度，严重威胁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本文对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

主要性质、环境行为及其生态效应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　 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环境分布， 生态效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１，２∗∗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ｅ１ 　 　 ＧＡＯ Ｋｕｎ１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２１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２ mｇ·Ｌ－１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ｕｓ，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ｍａｙ ｂｅ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ａｎｄ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海洋防污的历史可追溯到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时期出现的以铜钉固定在船体表面的铅涂层［１］，但
防污剂是在 １９ 世纪中期随着防污涂料（如油脂、焦油）的迅猛发展才出现的．防污剂是指在海水中微溶、
对海洋附着生物具有杀伤力的物质．早在 １９ 世纪后期，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铜、汞、铅、砷等重金属化

合物被用作防污剂，但由于汞、铅、砷等物质所引发的健康与安全问题，铜化合物的防污剂才开始流

行［２］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有机锡类物质因对海洋附着生物具有较强的毒性而被大规模地应用于船舶防污，
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陆续的研究发现，有机锡类防污剂可在鱼类、贝类、藻类等非目标生物体内积

累，导致遗传变异，而且还有可能进入食物链，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３］ ．因此，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所属的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ＭＥＰＣ）提出：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面禁止有机锡

类防污剂的使用［４］ ．因此，铜基结合人工合成防污剂的复配使用成为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２⁃叔丁氨基⁃４⁃环丙氨基⁃６⁃甲硫基⁃ｓ⁃三嗪）是一种三嗪类有机除草剂，作为光合系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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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ｔｏｓｙｓｔｅｍ Ⅱ， ＰＳⅡ）抑制剂可有效抑制海洋附着藻类的生长，常与氧化亚铜一起形成复合防污剂，
实现对海洋污损生物的防除［５］ ．目前，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结合铜化合物的新型防污剂已成为海洋防污涂料市场

的主要产品之一［６］ ．通过研究发现，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广泛分布于全球水体，其在近岸水域的浓度已达到

mｇ·Ｌ－１级，且不易降解；它不仅对环境生物产生毒性效应，还可作为选择压力改变环境中生物群落的组

成与丰度．本文在简要介绍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主要性质的基础上，对其在环境中的分布、迁移、转化及生态效应

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１　 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及其主要理化特性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化学结构如下所示：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水中的溶解度为 ７ ｍｇ·Ｌ－１，但由于其分子量小，使其极易分散、溶解到水环境中［７］，研
究发现，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主要溶于水中，在沉积物中的含量很少，这是由于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固体颗粒具有较低

结合能力（ｌｇＫｏｃ ＝ ３．０；ｌｇＫｏｗ ＝ ３．９） ［１］ ．此外，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降解缓慢，难以被生物或非生物过程降解，半衰期

一般在 １００—３５０ ｄ［８］ ．目前，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已成为使用最多的防污剂，也是环境中最容易检测到的、半衰期

较长的防污剂之一［１， ９］ ．

２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环境中的分布

在海洋防污过程中，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以 ２．５—１６ mｇ·ｃｍ－ ２·ｄ－１的速率被释放到周围水体中［１０］，这是其进

入水体的主要途径．１９９３ 年，Ｒｅａｄｍａｎ 等［１１］首次提出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为水体环境污染物，并在法国里维拉港

码头的海水中检测到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浓度为 ０．１１—１．７０ mｇ·Ｌ－１ ．随后，有关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环境中分布的报

道大量出现，涉及到欧洲、北美、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图 １）．

图 １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水环境中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在欧洲，地中海和英国沿海地区的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污染较为严重，分别达到 ０． ６４ mｇ·Ｌ－１ 和 ０． ２０—
１．４２ mｇ·Ｌ－１ ［２］；Ｇａｒｄｉｎａｌｉ 等［１２ －１３］ 证实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普遍存在于美国佛罗里达群岛， 其浓度高达

０．１８ mｇ·Ｌ－１；在亚洲，Ｏｋａｍｕｒａ 等［１４］ 在日本南部海域的不同地点均检测到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最高浓度为

０．２６ mｇ·Ｌ－１，而且在新加坡沿海水域发现了最高浓度的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达到 ４．２ mｇ·Ｌ－１ ［１５］ ．同时，在内河流

域也检测到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最高检测浓度为 ２． ４３ mｇ·Ｌ－１ ［１６］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ＰＡ）的预测报告，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未来环境浓度可能达到 ５．５９ mｇ·Ｌ－１ ．而由于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固体颗粒具有较低结合能力（ ｌｇＫｏｃ ＝ ３．０；ｌｇＫｏｗ ＝ ３．９），导致其在沉积物中的含量很低，有关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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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分布情况只有少量报道，最高浓度出现在英国奥威尔河口区，浓度为 １０—１０１１ ｎｇ·ｇ－１ ［１７］ ．因
此，可以推测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全球水体中均有分布，研究其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已迫在眉睫．

３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环境中的迁移与转化

在水环境中，吸附作用可降低水中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浓度和毒性，也是沉积物中积累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主

要途径．然而许多研究发现，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主要溶解在海水中，沉积物中的含量很低．Ｒｏｇｅｒｓ 等［１８］根据麦凯

逸度模型，估计 ９５％的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存在于海水中，只有 ４．４％进入到沉积物中．此外，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挥发

量微小，且降解速率非常缓慢，在自然海水中很难被生物降解，它的半衰期在 １００—３５０ ｄ 之间；在沉积

物中，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更不易被降解，即使在有氧条件下降解速率也很低，厌氧环境下则更缓慢［１９］ ．Ｏｋａｍｕｒａ
等［２０］研究发现，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纯水、河水、海水以及 ｐＨ 值为 ５、７、９ 的溶液中，５０ ℃的条件下 １ 周内未

发生降解，并认为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不易被水解．但 Ｌｉｕ 等［２１］发现，当以 ＨｇＣｌ２为催化剂时，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可被水

解为 Ｍ１ ／ ＧＳ２６５７５（２⁃叔丁氨基⁃４⁃氨基⁃６⁃甲硫基⁃ｓ⁃三嗪）．Ｌａｍ 等［２２］ 认为，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主要降解途径

是通过开环和去甲基化作用进行的，形成相对稳定的降解产物 Ｍ１ ／ ＧＳ２６５７５；次要降解途径则是通过氧

化和砜基团裂解作用进行的，但在环境中尚未检测到次要途径的降解产物．此外，Ｌａｍ 等［１０］ 在 ＨｇＣｌ２为
催化剂的条件下，发现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其他水解产物 Ｍ２（３⁃［２⁃叔丁氨基⁃４⁃氨基⁃６⁃甲硫基⁃ｓ⁃三嗪］⁃丙
醛）和 Ｍ３（Ｎ，Ｎ′⁃二叔丁基⁃２，４⁃二氨基⁃６⁃甲硫基⁃ｓ⁃三嗪）．但在自然环境中，Ｍ２ 和 Ｍ３ 并不是通过上述

２ 种途径降解生成的，而是由其他未知途径产生的［２２］，说明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水环境中的降解过程非常复

杂，所产生的降解产物也丰富多样．因此，研究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环境中迁移、转化的机制及其降解产物将是

未来研究的热点之一．

４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有关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对海洋植物和动物等的生

长抑制效应上（表 １）．研究显示，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可抑制水生植物 ＰＳⅡ中电子的传递，阻断光合作用，进而影

响水生植物生存和生长［２３］；低浓度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可通过抑制电子传递影响珊瑚生长，进而破坏海岸生态

系统健康［２４］；而有关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动物产生毒性效应的机理尚未见到报道，对高等动物影响的相

关研究则更少．目前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淡水中的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它在淡水生态系统中同样会对非目标

水生植物造成毒性效应［２５］ ．本文总结了 ２００３ 年以来有关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生物影响的部分研究工作

（表 １），从中可以看出，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生态系统影响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海洋植物和动物的

生长抑制效应上，且对海洋植物的毒性效应远高于海洋动物，现已对其影响水生植物的毒性效应机理较

为清晰，主要有 ３ 种途径：（１）与 ＰＳⅡ中的 Ｄ１ 蛋白结合，干扰 ＰＳⅡ的电子传递，从而降低 ＡＴＰ、ＮＡＤＰＨ
等的产量；（２）促使细胞体内积累活性氧自由基（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增加对 ＰＳⅡ的氧化应

激压力；（３）阻碍 Ｄ１ 蛋白的周转［２５⁃２６］ ．因此，未来应加强对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影响水生动物的相关机理进行研

究，逐步揭示其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
此外，研究发现，作为环境污染物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毒性效应的同时，还可通过诱

导生物耐受来改变环境生物群落的组成与丰度［２６］ ．２００２ 年，Ｎｙｓｔｒöｍ 等［３６］ 在研究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浮游植

物和大型海藻的毒性效应时，首次发现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环境中的浓度为 １２６—２５３ ｎｇ·Ｌ－１时，即可作为选

择压力诱导浮游植物和大型海藻产生耐受．随后，Ｂéｒａｒｄ 等［３７］ 和 Ｄｏｒｉｇｏ 等［３８］ 也报道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

生物耐受，并指出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作为环境选择压力，不仅对环境生物具有毒性效应，还可改变环境生物群

落的组成及丰度等，提出应通过加强实验研究来解析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生物耐受的机制．Ｂｌａｎｃｋ 等［３９］ 利

用污染物诱导群落耐受（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ＰＩＣＴ）的方法研究了附着生物群落对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耐受能力的变化，结果表明在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下耐受型生物明显增加，而敏感型生物则减

少．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等［２６］研究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下海洋附着群落的 ｐｓｂＡ 基因序列、种群丰度及污染物诱导的

群落耐受，结果发现在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下，海洋附着生物群落的种群组成及丰度发生了改变，其中舟形

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的丰度由 ０．１％增加到 ４％，说明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对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而且

群落ｐｓｂＡ基因的组成及多样性均随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浓度的升高发生显著变化，调节 Ｄ１ 蛋白降解速率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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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氨基酸也发生了改变，并推测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的群落耐受可能是由于 Ｄ１ 蛋白周转率的提高，而非

是单个氨基酸的突变或替代引起的．Ｗｅｎｄｔ 等［５］研究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孔石莼（Ｕｌｖａ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Ｌ．）游动孢子
附着和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浓度高达 ５０７ mｇ·Ｌ－１，游动孢子的附着和生长未受

到影响，说明孔石莼游动孢子对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具有较强的耐受能力，并推测这种耐受能力可能是由于以

谷胱甘肽 Ｓ 转移酶为主的酶促解毒体系引起的．综上所述，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生物耐受的机理可能是：（１）
类似于陆地植物，ＰＳⅡ反应中心 Ｄ１ 蛋白发生突变（Ｓｅｒ２６４变成 Ｇｌｙ）；（２）藻细胞中存在以谷胱甘肽 Ｓ 转

移酶为活性酶的酶促解毒体系，可通过脱烷基作用（Ｄｅａｌｋｙｌａｔｉｏｎ）和羟基化作用（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ｔｉｏｎ）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降解为无毒化合物；（３）藻细胞中 Ｄ１ 蛋白周转率的提高．但目前对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生物耐受的机

理，尤其是分子机理，至今没有相关报道，需通过进一步研究来解析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诱导生物耐受的机理．

表 １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生物的生长抑制效应（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物种 种属 时间 指标
剂量 ／

（mｇ·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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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动物 草绿刺剑水蚤（Ｍｅｇａｃｙｃｌｏｐ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９２ ｄ ＥＣ５０ ０．３３ ［３１］

枝角类甲壳动物（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ｎｓ） １４８ ｄ ＥＣ５０ １．２１ ［３１］

介形类（Ｏｓｔｒａｃｏｄｓ） １４８ ｄ ＥＣ５０ ０．１１ ［３１］

环节动物 华美盘管虫（Ｈｙｄｒｏｉｄｅｓ ｅｌｅｇａｎｓ） 幼虫 ４８ ｈ ＬＣ５０ ２６０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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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藤壶（Ｂａｌａｎｕｓ 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 幼虫 ２４ ｈ ＬＣ５０ ２２０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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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肠动物 隆起鹿角珊瑚（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ｔｕｍｉｄａ） 幼虫 ２４ ｈ ＬＣ１０ ４４０ ［３３］

鱼类 黑点青鳉（Ｏｒｙｚｉａｓ ｍｅｌａｓｔｉｇｍａ） 幼体 ９６ ｈ ＬＣ５０ １０００ ［３３］
　 　 注：ＥＣ５０为半数最大效应浓度，其中 ＥＣ５０（ＰＳⅡ）和 ＥＣ５０（ＧＲ）分别表示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引起生物体光合效率和生长速率降低 ５０％时的

最大效应浓度．



　 ９ 期 邓祥元等：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水环境中的生态效应 １７３９　

５　 展望

近年来，随着海洋运输、海水养殖、海洋工程及海滨电厂等海洋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致使海洋防污

剂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水体中均检测到了海洋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其在近岸水域

的浓度已达到mｇ·Ｌ－１级，且不易降解，半衰期在 １００ ｄ 以上．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存在不仅对环境生物产生毒性

效应，还可作为选择压力改变环境中生物群落的组成与丰度，严重威胁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种可

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且大量应用的化学污染物在我国沿海监测数据中尚未见到公开报道，且研究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生态系统影响的相关数据更是匮乏．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１）
进一步监测港口、航道等重点水域中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的浓度变化趋势；（２）研究防污剂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途径；（３）研究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机理，包括毒性效应机制和耐受

效应机制；（４）新型绿色海洋环保防污剂的研制，用于替代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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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Ｔｕｒｎｅｒ 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ｐａｉ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１０， ６０（２）： １５９⁃１７１
［ ５ ］ 　 Ｗｅｎｄｔ Ｉ，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Ａ，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 Ｔ，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Ｉｒｇａｒｏ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ｎ Ｕｌｖａ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１３， ７６（１⁃２）： ３６０⁃３６４
［ ６ ］ 　 许凤玲， 蔺存国， 于泓先， 等． 海洋防污剂及其缓控释技术进展［Ｊ］ ． 材料开发与应用， ２０１３， ２８（３）： １１９⁃１２２
［ ７ ］ 　 Ｚｈａｏ Ｗ Ｗ， Ｗａｎｇ Ｘ Ｌ．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ｏｃｉ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ｏｘｉｃ ｔｏ ｇｒｅｅｎ ／ ／ Ｚｈｏｕ Ｆ （Ｅｄ）．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１３５
［ ８ ］ 　 Ｋｉｍ Ｎ Ｓ， Ｓｈｉｍ Ｗ Ｊ， Ｙｉｍ Ｕ Ｈ，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Ｂ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ｂｉｏｃｉｄ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１４， ７８（１⁃２）： ２０１⁃２０８
［ ９ ］ 　 Ｔｈｏｍａｓ Ｋ Ｖ， Ｂｒｏｏｋｓ 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ｐａｉｎｔ ｂｉｏｃｉｄｅｓ［Ｊ］ ． Ｂｉｏｆｏｕｌ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２６（１）： ７３⁃８８
［１０］ 　 Ｌａｍ Ｋ Ｈ， Ｌａｍ Ｍ Ｈ Ｗ， Ｌａｍ Ｐ Ｋ Ｓ，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１０５１ ｉｎ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４， ４９： ３６１⁃３６７
［１１］　 Ｒｅａｄｍａｎ Ｊ Ｗ， Ｌｉｏｎｇ Ｌ Ｗ Ｋ， Ｇｒｏｎｄｉｎ Ｄ， ｅｔ ａｌ．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ｔｒｉａｚｉｎｅ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ｐａｉｎｔ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１９９３， ２７：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
［１２］　 Ｇａｒｄｉｎａｌｉ Ｐ Ｒ， Ｐｌａｓｅｎｃｉａ Ｍ， Ｍａｃｋ Ｓ， 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ｂａｙ，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ＵＳＡ［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２， ４４： ７８１⁃７８８
［１３］　 Ｇａｒｄｉｎａｌｉ Ｐ Ｒ， Ｐｌａｓｅｎｃｉａ Ｍ Ｄ， Ｍａｘｅｙ Ｃ．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Ｆｌｏｒｉｄａ［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４， ４９： １０７２⁃１０８３
［１４］　 Ｏｋａｍｕｒａ Ｈ， Ａｏｙａｍａ Ｉ， Ｏｎｏ Ｙ，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３， ４７：５９⁃６７
［１５］ 　 Ｂａｓｈｅｅｒ Ｃ， Ｔａｎ Ｋ Ｓ， Ｌｅｅ Ｈ Ｋ． Ｏｒｇａｎｏｔｉｎ ａｎｄ ｌ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２， ４４（７）：

６９７⁃７０３
［１６］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Ｓ Ｊ， Ｔｈｏｍａｓ Ｋ Ｖ， Ｄａｖｙ Ａ Ｊ．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ｂｉｏｃｉｄｅｓ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ａｎｄ ｄｉｕｒｏｎ ｔｏ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Ｊ］ ．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６， ６３：７３４
［１７］　 Ｂｏｘａｌｌ Ａ Ｂ 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ｂｉｏｃｉｄｅｓ［Ｊ］ ．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Ｏｇｇｉ， ２００４， ２２（６）： ４６⁃４８
［１８］ 　 Ｒｏｇｅｒｓ Ｈ Ｒ， Ｗａｔｔｓ Ｃ 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Ｉ．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ａｎｄ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１９９６， １７：

５５３⁃５５７
［１９］　 Ｔóｔｈ Ｓ， Ｂｅｃｋｅｒ⁃ｖａｎ Ｓｌｏｏｔｅｎ Ｋ，Ｓｐａｃｋ Ｌ， ｅｔ ａｌ．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ａｎ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ａ ｏｆ Ｌａｋ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Ｊ］ ． Ｂｕｌ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Ｃｈｅｍ， １９９６， ５７： ４２６⁃４３３
［２０］　 Ｏｋａｍｕｒａ Ｈ， Ａｏｙａｍａ Ｉ， Ｌｉｕ Ｄ，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ｔ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Ｊ］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Ｈｅａｌｔｈ Ｂ， １９９９， ３４：２２５⁃２３８
［２１］　 Ｌｉｕ Ｄ， Ｐａｃｅｐａｖｉｃｉｕｓ Ｇ Ｊ， Ｍａｇｕｉｒｅ Ｒ Ｊ， ｅｔ ａｌ．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 １９９９， ３３：１５５⁃１６３
［２２］　 Ｌａｍ Ｋ Ｈ， Ｌｅｉ Ｎ Ｙ， Ｔｓａｎｇ Ｖ Ｗ， 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ｇａｒｏｌ⁃１０５１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９， ５８（２）：２７２⁃２７９
［２３］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Ａ，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 Ｔ， Ｇｒｏｎｖａｌｌ Ｆ，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ｌｇ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ＢＴ， Ｉｒｇａ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ｅａ⁃Ｎｉｎｅ［Ｊ］ ． Ａｒｃ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Ｃｏｎｔａｍ 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０６， ５０（３）： ３３５⁃３４５
［２４］　 Ｓｈａｗ Ｃ Ｍ， Ｌａｍ Ｐ Ｋ，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Ｊ 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ｓｔｅｍ Ⅱ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ｒａｌｓ［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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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８， ５７（６⁃１２）： ４７３⁃４７８
［２５］　 Ｄｅｎｇ Ｘ Ｙ， Ｇａｏ Ｋ， Ｓｕｎ Ｊ 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ｅｃｈ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ＰＣＣ７９４２ ｔｏ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ａｎｄ ｄｉｕｒｏｎ［Ｊ］ ． Ａｑｕａｔ

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１２， １２２⁃１２３： １１３⁃１１９
［２６］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Ｋ Ｍ， Ｃｌａｒｋｅ Ａ Ｋ， Ｆｒａｎｚｅｎ Ｌ 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ｓｂＡ ｇｅｎ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ｒｇａｒｏ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ｅｒｉｐｈｙｔｏｎ［Ｊ］ ． Ａｐｐ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 ２００９， ７５（４）：８９７⁃９０６
［２７］　 Ｃｈｅｓｗｏｒｔｈ Ｊ Ｃ， Ｄｏｎｋｉｎ Ｍ Ｅ， Ｂｒｏｗｎ Ｍ 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ａｎｄ ｄｉｕｒ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ｇｒａｓｓ

Ｚｏｓｔｅｒ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Ｌ．）［Ｊ］ ． Ａｑｕａｔ 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０４， ６６： ２９３⁃３０５
［２８］　 Ｓｅｅｒｙ Ｃ Ｒ， Ｇｕｎｔｈｏｒｐｅ Ｌ， Ｒａｌｐｈ Ｐ Ｊ．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ｏｒｍｏｓｉｒａ Ｂａｎｋｓｉｉ ｇａｍｅｔ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 ２００６， １４０： ４３⁃５１
［２９］ 　 Ｇａｔｉｄｏｕ Ｇ， Ｔｈｏｍａｉｄｉｓ Ｎ 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ｔｏｘ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ｂｉｏｃｉｄ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ｓ［Ｊ］ ． Ａｑｕａｔ 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０７， ８５：１８４⁃１９１
［３０］　 Ｂｕｍａ Ａ Ｇ Ｊ， Ｓｊｏｌｌｅｍａ Ｓ Ｂ， ｖａｎ ｄｅ Ｐｏｌｌ Ｗ Ｈ，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ｏｕｌ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Ｉｒｇａｒｏｌ １０５１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Ｊ］ ． Ｊ Ｓ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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